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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作为社会生活的主体，人们通过持续的社会互动，构成了社会发展的最主要推动力。本文从微观视角出

发，探究清中期新疆天山北路东段区域的社会经济文化生活。具体以生计活动和文化秩序两个方面展开，

分析在中央政权的统一部署下，区域内部的运作机制在社会生活中的具体体现形式。在多民族相互交融

的区域环境下，社会生活是多元的，且与区域内外发生着各种联结。这种联结既构成了区域文化的特殊

性，又体现了多民族环境下的同一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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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the main body of social life, people, through continuous social interaction, constitute the most 
significant driving force for social development. This article, from a micro perspective, explores the 
social, economic and cultural life of the eastern section of the Tianshan North Road in Xinjiang dur-
ing the mid-Qing Dynasty. Specifically, it is carried out from two aspects: livelihood activities and 
cultural order, to analyze the specific manifestations of the internal operation mechanism of the 
region in social life under the unified deployment of the central government. In a regional enviro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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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ere multiple ethnic groups blend together, social life is diverse and has various connections not 
only constitute the particularity of regional culture but also reflect the identity in a multi-ethnic 
enviro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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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导言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研究者采用“自下而上”的微观视角，关注局部区域的社会生活，聚焦某一区

域小范围内的物质文化和精神观念的流变。受过去史观的影响，普通群众不是历史叙事的主体，他们大

多以群体存在，散落于各个零星的篇章当中，只能从方志、族谱中略知一二。本文的研究对象是主要来

自陕甘等地的移民，他们构成清中期天山北路东段移民社会的主体。研究时段是从乾隆二十六年(1761)杨
应琚奏请新疆屯田事务起，至同治三年(1864)新疆各民族反清大起义前夕结束。天山北路东段既是一个地

理概念也是一个文化概念，该区域背靠天山山脉，准噶尔盆地东南缘。清政府在统一新疆以后在此推行

府州县制，具体形成一道一府一直隶州五县。笔者试图探究在清政府统一的调度之下，作为劳动主体的

人们的社会生活构成。正文部分将从天山北路东段的区域环境、社会的生产活动、文化载体与秩序三个

部分来展开。 

2. 天山北路东段的“小区域”与“大环境” 

蒋君章谈到：“移民与我国人的特性根本相违的。我国人有安土重迁的根性，要不是生活问题压迫

着他们非远离本乡不可，他们再也不肯远离本乡的[1]。”清中期人口增长迅速，人民的生存空间不断被

压缩，加上陕甘地区连年发生的自然灾害，寻找新的生存机会已是现实所趋。天山北路东部段由于具备

良好的自然和人文条件，成为容纳这批移民的最佳目的地之一。 

2.1. 区域开发的历史基础与现实条件 

探究天山北路东段区域开发的历史基础需要梳理准噶尔时期的农业发展概况。清朝初期，该区域在

卫拉特蒙古准噶尔部的统治之下，是准噶尔部众重要的冬季牧场和游牧地之一。在准噶尔汗国后期，尤

其是在噶尔丹策零统治时期，开始鼓励和推动农业生产。他们将战俘、塔兰奇人等迁往天山北路，集中

安置在伊犁河谷、乌鲁木齐、玛纳斯等绿洲地带进行农耕，促进了北疆农业的发展。准噶尔时期在北疆

的农业开发，打破了以往北疆游牧经济占主要地位的传统格局。 
天山北路东段位于北半球中低纬度地区，深居内陆，来自海洋的暖湿气候难以抵达，形成典型的温

带大陆性干旱气候。然而，与新疆其他地区相比，天山北路东段却有着亦耕亦牧的自然环境，基本上能

做到旱涝保收。原因在于，一是天山北坡能够承接来自北冰洋的冷湿空气；二是冰雪融水，形成众多河

流，“沿界尽是冰山，固阴冱寒，盛暑不尽消化，故南山水源六道，四时不绝”[2]，为农牧业生产提供

及时补给。且隆起的山脉与盆地之间有明显的高度差，不仅增加地下径流，形成丰富的地下水资源，还

构成山地垂直地带性条件，适宜不同农作物的生长。相对而言，山前冲积扇地区地势平坦、水量充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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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有机物含量高，农业种植条件较好。 
无论是从历史的角度出发，还是依据现实因素，天山北路东段都具备发展农业的条件。且这一地区

靠近陕甘地区，是中原地区人民进入新疆的主要通道之一，相较于更西端的伊犁地区，出于距离上的考

量，移民更愿意在此地开发经营。农业生产并非孤立的环节，而是与地理环境和人类活动密切相关的[3]。
大规模的移民开垦，无论是出于政策的导向，还是自发的行为，人们聚集于此，承担着该区域生产开发

的重任。在此过程中，逐渐形成了具有稳定社会组织与功能结构的聚落，而后聚落又为社会生活提供载

体。 

2.2. 社会的“大环境” 

从乾隆朝开始，盛世的表面下已明显藏着危机。但不可否认的是，此时也是经济快速发展的时期。

耕地面积扩大，粮食产量提高，人口增长迅速。商品经济比以往任何一个时期都更为活跃，形成了全国

性的市场网络。 
纵观 18、19 世纪的世界，以英国为首的欧洲国家正在迈向一个崭新的世界，并加快海外贸易与殖民

掠夺的步伐，以攫取构建新世界的资本。在这一背景下，世界市场进一步扩大。 
总的来说，清王朝统治下的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都有了很大程度的扩展。尽管这一特征看似对江南

地区的影响更大一些，但还是不能否认全国一盘棋的格局。彼时人口增长迅速，清政府往西北地区的移

民本身就有缓解中原地区人口压力的考量。 

3. 生计经营活动 

美国学者罗伯特·芮德菲尔德在书中提到，人类学者在对中国等国家的务农人口进行调研时发现，

存在一个并不是孤立或自给自足，也不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的小型社会，同时他指出，务农人口作为一

种类型的人群，其成员不是清一色的[4]。看似封闭、自给自足的小农社会也无法在不与其他经营方式交

流的情况下，满足其社会成员的全部需要。因此农民的生计活动除了农业生产外还应包含在本区域内所

从事的其他经营方式。 

3.1. 农业生产活动 

移民屯垦是清政府重新统一新疆后管理新疆的主要措施之一，大量来自陕甘等地的移民在政策性的

导向下来到新疆，农业生产活动是他们来到新疆后从事的最主要的经济活动。分析天山北路东段屯田人

员的农业生产活动，要从以下几个角度出发：首先是生产前的准备工作，包括生产工具、粮种、开垦田

地地亩等；其次是生产过程中需要注意的问题，如作物的生产周期、灌溉用水、防止病虫害等；最后是

粮食产量，能否满足农民生活需要且有余量等。每一个步骤，都需要农民在其中发挥重要作用。 
清政府在不同时期以及对不同屯垦户给予的生产工具都不尽相同，相对于遣屯、旗屯等，民屯的待

遇相对比较丰厚。一般情况下，清政府给予每户 30 亩的土地，但也不是不可变通，如有能力者，可以认

垦更多的土地，此外还包括农具一副、籽种一石二斗，又给每户马牛各一匹只[5]。天山北路东段的主要

生产的农作物是小麦、玉米、甜菜等，主要屯区集中在天山北麓的冲积扇平原地区。根据《三州辑略》记

载：“(阜康县)乾隆二十九年至四十一年止，招徕户民并安插厂徒共一千四百九十户，内除病故厂四十五

户退出地亩，实在共户一千四百四十六户，共种地四百三十五顷四十七亩，每亩照依科则征京石粮九升

六合三勺共额征京石粮四千一百九十三石五斗七升六合一勺[6]。”可知乾隆四十一年(1776)，阜康县的

1446 户，耕地面积是 43547 亩。按《西域图志》载：“田七万三千四百九十五亩。……以招募安插民户……

至四十年，如今额[7]。”可知乾隆四十年(1775)奇台县户屯的耕地面积是 73495 亩。根据齐清顺的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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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乾隆六十年(1765)，乌鲁木齐和古城地区的总开垦耕地近 180 万亩[8]。其中尤以民屯开垦最多，几

乎占到了四分之三，这些数据足以表明移民在该区域开发农业、经营生活付出的努力。 
农忙虽有季节性，但农作物播种之后，还有引水灌溉、除草、防治病虫害等很多工作要做。“西北人

少地广，故有建设西北移垦第一之口号。有水斯有土，有土斯有人。故欲移民新疆，必须先行开发水利”

[9]。兴修水利是新疆农业开发的第一要务，关系着该地是否具有开发价值。本区域内的主要河流有乌鲁

木齐河、头屯河、罗克伦河、吉木萨河、木垒河等。此外还有丰富的地下水资源，农业用水多采用人工灌

溉的方式。乾隆四十五年(1780)，迪化各屯区在天山北麓的大西沟处修建了公胜渠、永丰渠和太平渠，总

长度达二百余里[10]。随着农业开发规模的不断扩大，农业灌溉用水时常处于供不应求的状态，且受自然

条件的限制，流量是存在变数的，因此用水矛盾时常发生。乾隆四十八年(1783)乌鲁木齐都统海禄制定了

《新疆屯田水利章程》，试图缓解人、地、水之间的矛盾，但这一问题并没有得到根本解决。新疆地区的

病虫害记录在案的主要是蝗灾，蝗虫过境，往往是颗粒无收。乾隆五十四年(1789)，乌鲁木齐都统永庆上

奏“迪化州所属地方，蝻子萌生，率属扑灭”[11]。这次蝗灾扑灭的还算及时，没有造成大规模的损失。

病虫害是造成农作物减产的重要原因之一，在中国古代社会，农民在面临病虫害时往往是很被动的，无

法像现在一样利用科学技术进行有效防治。面对蝗灾的侵害，民众除了采取捕捉措施外，还试图借助“神

力”消减其破坏力和对蝗虫的恐惧，例如，光绪三十四年(1908)，孚远县建立的刘猛将军祠，成为劳动人

民寄托希冀的载体。 
齐清顺在研究新疆农业生产力时，将清朝统治新疆 150 余年的历史以乾隆四十二年(1777)编纂《西域

图志》和道光六年(1826)张格尔叛乱为界，前后划分三个阶段。在第一阶段，乌鲁木齐地区的总人口达到

20 万，接近新疆总人口的三分之一，而这一时期新疆的粮食产总量为 34800 万斤，接近 3 亿 5 千万斤。

第二阶段，乌鲁木齐地区的户民和商民综述接近 32 万，新疆总人口近 110 万，粮食总产量有 63800 万

斤，接近 6 亿 5 千万斤。第三阶段新疆总人口达到 200 万，新疆粮食产量总数为 12 亿斤[12]。根据齐清

顺的研究，清代新疆粮食总产量的增速是高于其他各省的平均水平的，说明该地区农业实力在不断地增

强。本区域内的粮食供给情况基本上能够达到自给自足的状态，甚至在丰年还能出现盈余的局面。 
总体而言，区域内的粮食供给情况有一个变化的过程，在移民屯垦初期，仍离不开政府的调拨；到

乾隆中后期随着开发的深入，已基本实现自给自足，甚至偶有能力反哺其他地区；嘉道年间，开发增速

减缓，但所生产的粮食仍可满足本区域的需要。 

3.2. 其他生计活动 

随着边疆开发的愈加深入，该区域发展潜力愈加突出，吸引着移民不断地前往新疆地区谋取发展机

会。人口涌入刺激了需求的增长，尤其是跟日常生活相关的衣食住行方面。 

3.2.1. 商业经营活动的开展 
清重新统一新疆后，生存资料遭到严重的破坏。移民来到居住地后首先要经过一段时间的重建工作，

才能安稳地投入到生产当中。即使有政府的介入，某一家一户也不具备拥有全部必需品的能力，因此，

有需求便产生了市场。北疆的贸易场所主要是依靠城镇发展起来，尤其是像迪化、奇台、绥来、巴里坤

等地，城镇的居民购买力要相对大一些，市场也更加有活力。经过长时间的发展，很多城镇的商业愈加

繁荣，像奇台、绥来等地，商业经营有利可图，素有“金奇台、银绥来”之称。市场上最初可能更多由

肩挑行走的小商贩组成，他们贩卖着自家生产的过剩农副产品或者批发而来的当地居民的生活必需品，

而后买回自家所需的产品亦或者以此为业。古城就是在这一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商业城镇，同时发挥交

通区位优势，成为北疆地区重要的民族贸易中心和商品中转市场。当时民谚云，“想挣白银子，走趟古

城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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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自然资源的开发 
木材经营。无论是流动人口的安置还是城乡的建设，都对住房有极大的需求。清朝政府在分给农民

土地资料的同时，会给予一定的生存资料，例如建房银钱等。民众对住房的需求转化为对木材的需要，

因此刺激了伐木业的产生。此外，天山北路东段冬季严寒且漫长，日常炊饮、冬季取暖等也对木材有很

大的依赖。人口的不断增加，各种生存需求不断涌现，都显现出了砍伐树木有利可图，因此推动了与木

材相关经营活动的快速发展。 
煤矿业。新疆地区物产丰富，拥有储量可观的煤矿资源。天山北路东段随着移民人口的增加，林木

资源日益紧张，因此不得不转而寻找新的能源以满足日常生活和供暖所需。乾隆二十七年(1762)，乌鲁木

齐办事大臣旌额理便令官兵商民等于其近处采挖煤矿，发现乌鲁木齐地区也有煤可采，主要集中在北山、

西山等地[13]。 
采盐业。新疆盐业资源丰富，品质佳，且盐作为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必需品，对盐业的开发至关重要。

根据王继平、李桢峰的研究，新疆地区的盐矿资源丰富、易于提取，普通民众多自采自食，而无力购买政

府加工过的盐[14]。天山北路东段的城镇居民的食用盐来源主要是达坂城盐区，达坂城的盐色白味纯。新疆

盐政发展缓慢且混乱，未能形成与发达地区那样完善的食盐产销机制，也就是说，采盐也是劳动人民日常

生活中的一项活动，尽管大多数人不是以商业盈利为目的，但也不乏补贴家用的小贩从事盐业经营。 
总的来说，除去占据主要地位的农业开发，可从事的生计活动还包含了经商、伐木、开采煤矿、采

盐等。从事这类生产的主要有两类人员：一类是来到新疆以后脱离农业生产，而选择其他经营方式的移

民；一类是主要从事农业生产，仍兼营副业、补贴家用的农户。 

4. 文化载体与秩序构建 

有着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聚集在天山北路东段，逐步形成具有地域特色的文化观念，影响着他们的

日常生活以及社会秩序的构建。文化的外延是十分宽泛的，既包括人们的认知、信仰、价值取向等等观

念，同时又包括具体的文化活动。 

4.1. 婚娶——社区凝聚 

清代新疆汉族移民在婚姻嫁娶方面保持着与在中原地区相一致的风俗，男婚女嫁都必须遵循父母之

命、媒妁之言，年轻男女没有自主选择婚姻的权力。在程序基本遵循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和亲

迎等“六礼”，并在大婚之日举行隆重的婚礼仪式，宴请亲朋，才算是真正完成婚礼的全过程。但对于大

多数贫民来说，“六礼”的程序实在是繁琐又花费不起，故在实际运行过程中往往会按照自家情况将流

程简化。受贫困、人口结构等因素的影响，普通家庭想要娶妻不是那么容易，因此在贫困地区便出现了

婚姻的变异形式，如换亲、童养媳、抢婚等等。根据刘超健在昌吉市二工镇下营盘村的调查，村民焦李

氏、田桂花两位老人都是童养媳[10]。童养媳在中国古代社会不是某一区域特有的现象，远在福建闽江中

游的农村，金翼家族的主人公黄东林的二女儿、三女儿一出生就被送到了夫家做童养媳。 
尽管在中国古代的婚姻观念形成了相对刻板的形态，但天山北路东段作为一个移民社会，拥有不同

婚姻观的人群相互交融，对构建本地域的婚姻理念具有重要作用。对生活在本区域的汉人群体而言，这

里远离家乡，原来熟人社会所约定俗成的观念对自己的约束力要相对小一些。此外，少数民族相对自由

地离婚和再嫁以及自由恋爱的婚俗习惯对于改变汉、回等民族的贞妇、烈女以及寡妇再嫁等观念都有一

定的影响。 

4.2. 义学——华风同化 

天山北路东段作为新疆与其他各地交往交流的桥头堡，是多民族文化交融最显著的地区之一，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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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区域的教育方针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清朝统治在这一地区实行的文化政策。本文关注的是清朝

统一新疆至同治三年(1864)这一时段，教育在区域社会环境中所扮演的角色，这涉及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

者内化于心、外化于行的观念和处事方式以及阶层流动的可能性。本文所指的教育是狭义的学校教育，

具体指的是受教育者在传统的义塾中所接受的儒学教育。蒋君章在书中写道：“新疆教育幼稚，真是出

乎意料之外。全省五十九县，一半以上无学校，即有亦不过小学一二所……父兄根本不以使子弟读书为

一件重要事情的。回人大都不读汉字，入学者尤少[1]。”可见，新疆的教育滞后性不仅体现在硬件设施

上，还体现在人们的思想观念上。 
唯有天山北路东段，在地缘上靠近陕甘府县，与其他省份交流频繁，且吸纳了大量来自中原的汉、回

移民，因而具有发展与其相一致的儒家文化的条件。经过两次移民高潮，这一地区逐渐形成相对稳定的社

会共同体，当地缘文化联结产生，超出维持生活需要的各种需求便开始显现出来。无论是地方官员出于团

结各族民众、便于治理的需要，还是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者为了子弟的发展，都有开办教育的诉求。义学

作为清代最为广泛的基层教育机构，在新疆地区亦有设置。左宗棠办理新疆事物的折子中提到：“以义塾

言之：新疆勘定已久，而汉回彼此扞格不入，官民隔阂，政令难施，一切条教均藉回目传宣，壅蔽特甚。

将欲化彼殊俗，同我华风，非分建义塾，令回童读书识字、通晓语言不可。臣与南北两路在事诸臣筹商，

饬各局员多设义塾，并刊发《千字文》《三字经》《百家姓》《四字韵语》及《杂字》各本，以训蒙童，续

发《孝经》《小学》，课之诵读[15]。”由此可知，在新疆地区开办义学的目的即“化彼殊俗，同我华风”。

儒家教育的推行有利于营造与清廷主体文化相似的文化氛围，增强区域内的凝聚力。 

4.3. 关帝信仰——文化联结 

祭拜关帝是清代汉族聚居区域内的普遍风俗习尚。伴随着军事行动和移民实边活动，关帝信仰也随

之遍设于新疆，尤其是在北疆地区，人口聚居的地方基本上都有关帝庙。例如：迪化城的关帝庙修建于

乾隆二十八年(1763)，《迪化城关帝庙碑》载：“恭逢圣天子武功大定，式瞻帝君，神应无方。是故建城

之初，即崇庙祀[16]；”奇台关帝庙建于乾隆五十七年(1792)，并一直保存至今。 
对于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民来说，神灵信仰能够使自身获得一种超自然的力量，以对抗生活中的不

可抗力因素。因此常常将自己的生产、生活甚至是生命寄托在这些具有神力的偶像身上。而对于来自关

内、远离故土的移民来说，神灵信仰还承载着他们对家乡的思念。文化对人的塑造是润物细无声的，同

样以文化为纽带，联结一个社群也是易被接受和有效的。 

5. 结语 

天山北路东段属于新疆这一整体，因此具备区域内部自发联结的生态特性的同时，还受清廷对新疆

整体部署影响。本文采用“自下而上”的视角，聚焦生计活动、文化秩序两个维度，揭示了在中央政权统

一规划下，区域内部运作机制在区域社会生活中的具体体现形式。在多民族交融共生的特定区域环境内，

移民群体既保持着“和而不同”的生活样态，又通过区域内外各族群、各阶层的广泛联结，孕育出多民

族之间交往、交流、交融的内在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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